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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隐喻”到“布道”
———弗莱的《圣经》修辞诠释理路

唐　振
（安徽师范大学 文学院，安徽 芜湖　２４１０００）

摘要：弗莱一直因原型批评而受学界瞩目，但同时，弗莱的 《圣经》批评实则也是一种 《圣经》

诠释，甚至是一种 “《圣经》诠释学”。弗莱通过分析语言发展所经历的阶段，发现 《圣经》所

用之修辞实质是一种基于隐喻的布道。其中，隐喻是关联词语结构与其隐喻意义的单元，布道是

进行 《圣经》写作与解释所用的修辞；隐喻是诠释的 “先在结构”，布道是诠释的 “解释”活

动。由隐喻到布道的修辞诠释理路，将 《圣经》的释义引入字面意义与第二位的社会文化意义

双重语境之中，弗莱的 “《圣经》诠释学”实则是以修辞为视角、以文本为基点进行的 《圣经》

文化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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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弗莱 （ＮｏｒｔｈｒｏｐＦｒｙｅ，１９１２—１９９１）是 ２０世
纪西方伟大的文学批评家，他毕生致力于建构一种

整体的文学批评观，试图在文学批评中 “将创造

与知识、艺术与科学、神话与概念之间业已断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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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环重新焊接起来”［１］５２４。《圣经》因其西方文化经

典的地位与其文本所具有的 “整体性和连续性的

意义”［１］４８５，很自然地成为了弗莱进行文学与文化

研究的聚焦点。

由于西方思想史上 《圣经》经典地位之确立，

历来的 《圣经》注释学成为了西方诠释学形成的

重要思想资源，关于 《圣经》的研究成了诠释学

（尤其是古典诠释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自古希腊

的斐洛解经开始，直至１８世纪，《圣经》诠释学经
历了由虔信主义到浪漫主义的过渡，它所关注的焦

点也从隐喻的文本逐渐过渡到作者与诠释者上来，

以 《圣经》注释学为中心的古典诠释学逐步发展

为以浪漫主义诠释学为先驱的现代诠释学。时至

２０世纪，诠释学已经发展迈入哲学领域，逐步发
展形成为哲学诠释学，关注的焦点进一步转向为对

理解与解释的反思。于是，弗莱晚年学术虽然主要

围绕 《圣经》批评而展开，但由于２０世纪诠释学
研究之焦点并不在此，也就导致他所致力的 《圣

经》诠释在诠释学史上鲜有提及。

弗莱的 《圣经》诠释基于对 《圣经》文本的

研究，因此从解经方法上讲属于文本解经，但他的

目的却并不在于像古希腊和中世纪神学家一样对

《圣经》的多重意义加以解释。从他的诠释观看

来，对文本字面意义的理解是开启 《圣经》文化

诠释的锁匙，《圣经》的释义应该被引入字面意义

与社会文化意义的双重语境之中。他的诠释学实则

是在以文本诠释学的方法，完成古典诠释学的任

务，用诠释学的方法论指导 《圣经》文本的研究，

探求 《圣经》作为文学文本的整体结构规则。

一、修辞：弗莱 《圣经》诠释学的理论

工具

“理解艺术 （诠释学）的理论工具在很大程度

上是从修辞学借用过来的”［２］，诠释学对修辞的关

注，尤其是对修辞中隐喻 （Ｍｅｔａｐｈｏｒ）的关注，
从古典诠释学阶段的斐洛到文本诠释学的代表人物

利科尔，乃至到后现代新实用主义诠释学的罗蒂都

一直都没有停止。

弗莱在 《伟大的代码———圣经与文学》中对

人们谈及 《圣经》所用的语言与 “宗教的艺术语

言”进行分析时，也是从隐喻这一修辞手段切入。

他借助维柯的历史循环三个时代 （神话时代、英

雄时代、凡人时代）及与之对应每个时代文字表

达的类型 （诗歌体、英雄体或贵族语体、通俗体）

观点［３］，将此三种文字表达的类型分别称之为寓

意文体、神圣文体和通俗文体，并在此基础上认

为，此三者每种文体都对应一种修辞手段，分别是

隐喻、转喻和明喻。就此，弗莱划定了以修辞为主

要区分原则的语言发展的三阶段：隐喻的语言阶

段、转喻的语言阶段和描述性的语言阶段，这三个

阶段所对应的占优势的语体写作方式分别为：诗或

文学写作、“存在主义的”写作和描述性写

作［４］２１－４７。关于语言发展的三个阶段也成为了弗莱

进行 《圣经》诠释的理论前提。

然而 《圣经》写作的语言却又不能简单地划

归此三个阶段的其中一种，因为 “圣经起源于语

言的第一隐喻阶段；但圣经的许多部分和第二阶段

诗体语言与辩证语言相分离同处于一个时期，就像

圣经的转喻的 ‘上帝’所特别表示的一样。圣经

中语言的诗体应用显然没有把圣经限制在文学类，

但圣经又从没有完全陷入第二阶段语言的框框

内”［４］４７。于是弗莱通过演说修辞这一具有 “神圣风

格”的中介，提出了属于 《圣经》的第四种表达形

式 （也是一种修辞模式）———布道 （Ｋｅｒｙｇｍａ）。
布道本专指福音书的言谈，但弗莱认为它同样可以

扩展开来视作 《圣经》的标志性语言模式，他认

为：“布道是一种修辞模式，虽然是很特别的一种。

像所有修辞一样，它是隐喻的和 ‘存在主义的’或

有关形式的混合体，但是实际上又不同于其它形式

的修辞，它不是一种靠比喻表达法伪装起来的论证。

它是我们传统称作启示内容的传播媒介。”［４］５０

就以上看来，弗莱从修辞视角对 《圣经》所

进行的诠释体现了一条由隐喻到布道的内在逻辑理

路，而在隐喻与布道中间，演说作为一种具有

“神圣风格”的修辞手段扮演了一个重要的媒介。

这条由隐喻到布道的修辞诠释理路不仅是一个从

“先在结构”到 “解释”的逻辑进程，还体现了一

种以社会关怀、文化关怀为中心的诠释观。

二、隐喻：关联意义的单元

《圣经》的文本所记录内容是神的话语，“神

和一切属神的事物，无论如何都肯定是处于不能再

好的状态下”［５］，因此神的语言在信仰的前提下具

有真实性乃至是真理性。但是与之相对的，人的语

言和思维却因人的智慧存在着知识结构、生命体验

０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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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诸多的差异而存有局限性，因此在对神谕的理解

上造成了一种信仰与信仰的解释之间、彼此不同解

释之间的矛盾所产生的张力。囿于此，人类就无法

运用自己的语言对 《圣经》这一神谕的语言从字

面意义的角度进行理解，也正是由此，以隐喻的修

辞为主要理解方法的 《圣经》诠释尝试便应运

而生。

古典诠释学时期对隐喻解经法有较清晰表述的

是斐洛，他认为：“（摩西）所提出的命题没有一个

是从字面意义上意指的，从而采取哲学家们极为珍

爱的寓意解释。我们的讨论必须从这样的解释法开

始。”［６］斐洛是虔诚的犹太教徒，同时他又深受柏

拉图的影响，他援引古希腊哲学中的 “逻各斯”

作为联系上帝与宇宙万物之间的中介，通过对

《圣经》所叙述事物之联想，找出可以类比的哲学

观念，从而将哲学引入 《圣经》之中，获得寓意

的理解［７］８５。并且斐洛还认为这种联想不是基于语

言的联想，因为他和柏拉图一样，对语言和语言技

巧常常是持否定意义态度的，他所认为的这种联想

完全是基于解释者自身对神圣精神的领悟和感受，

因此他的这种隐喻解释时常是伴随着一种神秘主义

色彩，他本人也因此被后人认作是古犹太神秘主义

哲学家。

弗莱对隐喻也作过明确的解释，他认为 “隐

喻的基本形式是说明表示等同的 ‘Ａ是 Ｂ’类型，
或者用恰当的假定形式，说明 ‘设 Ｘ为 Ｙ’的类
型”［１］７５。如 “犹大是个小狮子”（《旧约·创世纪》

４９∶９），“以萨迦是个强壮的驴”（《旧约·创世纪》
４９∶１４），在这两个隐喻结构中，主体与客体二者之
间并不存在明显的差别了，很明显这是一种应用于

诗体语言的修辞形式，因为 “从逻辑上讲，两件

东西永远是两件东西，不可能变成同一个东西。但

是诗人却能最放荡不羁地运用这两种质朴、粗陋、

古老的思维形式，因为他们的本行并不在于如实描

述自然，而是向你展示一个完全为人的内心所接受

和拥有的世界”［８］。这和作为弗莱语言第二阶段主

要修辞手段的转喻是不同的，如果说隐喻指的是

“Ａ就是 Ｂ”，那么转喻则指的是 “Ａ指的是
Ｂ”［４］２４；隐喻基于对文本进行内向的或是向心的阅
读方式，转喻则基于外向的或是离心的文本阅读方

式。这种内向的阅读方式将读者的理解引入字面的

意义，即倾向于集中的和诗的意义；而外向的阅读

方式则将读者的理解引入文本的 “第二位的意

义”，即倾向分散的、以概念、断言、建议或一系

列历史或传记事件等形式出现的意义［４］９０。由隐喻

到转喻的转变实际上也是语言从诗体到辩证的转

变，弗莱认为这一转变始于柏拉图，柏拉图的

“理念”这一概念被视作一种从宗教与世俗两个方

面将人类社会统一起来的手段［４］２４－２６。

从弗莱的观点来看斐洛的隐喻解经法，我们其

实会发现斐洛的隐喻实则是弗莱所言及的转喻。这

主要是因为斐洛借助 “逻各斯”来作为沟通上帝

与万物之间的联系媒介与柏拉图对 “理念”所持

看法在一定程度上来说是一回事。换言之，斐洛的

隐喻解经法从本质上讲其实是一种哲学的方法，是

在对 《圣经》的字面意义进行哲学思辨的联想，

从而将希腊哲学的概念植入 《圣经》诠释之中。

从本质上说，斐洛的隐喻解经法实则是用哲学解

经，而这种思辨的诠释方式所运用的必定是 “Ａ
指的是Ｂ”这一转喻的语言。就此可以这样论断：
斐洛的隐喻解经，在弗莱的语境中实则是转喻解

经，因为它实际上并没有关注到 《圣经》通过隐

喻所展现出来的倾向于集中的诗的意义。

对比弗莱与斐洛在隐喻观上的不同，我们可以

发现弗莱对隐喻的理解是建立在斐洛的基础之上

的，并且又对其加以限制，在弗莱看来，隐喻仅是

一种用来表示 “关联意义”这一关系的单元。又

因为所有的词语结构都包含有倾向于集中的和分散

的两个层面的意义，前者指向的是文学的方面，后

者则指发散到外部与外部语境所构成的关联，而

“圣经原本的和字面的意义就是它倾向于集中的和

诗的意义”［４］３０，所以在隐喻中并不包含对经典的

诠释，我们通过隐喻所获得的理解仍旧是 《圣经》

的字面意义，也即倾向于集中的诗的意义。

三、布道：《圣经》诠释的修辞

弗莱将 《圣经》的字面意义规定在倾向于集

中的和诗的意义这一范围之内，认为神话和隐喻是

这真正的字面意义的基础［４］９３。但同时他又发现，

在 《圣经》的语言中，我们并不能简单地将隐喻

仅视作为一种语言修饰的手段，不能简单地将 “Ａ
就是Ｂ”这一类型应用于所有的 《圣经》隐喻理

解之中，因为这样一来，我们就对诸如“我是真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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萄树”（《新约·约翰福音》１５∶１）这样的隐喻就无
法进行严肃的对待。于是他基于隐喻基础之上，又

提出了一个新的构想：“隐喻也许并不是圣经语言

的一种偶然性的修饰，而是圣经语言的一种思想控

制模式。”［４］８２

基督教认为，《圣经》的内容是上帝的声音，

因而它是一种至上的、无可置疑的神谕，神谕的传

达基于宗教的信仰，必须要借助权威的声音。然而

隐喻只是一种关联意义的单元，显然，以隐喻为主

要修辞手段的诗或文学的写作并不具备这种权威。

要展现这种 “战场式”的文体风格，必须寻求一

种包含隐喻在内而又置身于隐喻之外的修辞手段。

基于此，弗莱开始了进一步对该种修辞的找

寻，进而发现 《圣经》的语言其实跨越了语言发

展的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而在这一语言发展的转

变过程当中，“演说性修辞学”因其 “神圣风格”

代表了第一阶段的隐喻和第二阶段的转喻之间的一

种语言过渡阶段。他认为：“高超的演说确实是隐

喻的或诗体的和 ‘存在主义的’风格的结合体，

它使用了所有的修辞手段，但是是在关切和直接演

说的语境内，而这是诗歌所不采用的。”［４］４８质言

之，演说固然充当了语言发展的前两个阶段的过

渡，但它的使用语境使得它仍不足以成为 《圣经》

的写作方式，因为弗莱对 《圣经》研究的基点便

是 “出现在我们面前的圣经是一本写出来的

书”［４］１４。这种写作方式和修辞必须是运用于 《圣

经》的写作当中，且独立于诗或文学的写作、“存

在主义的”写作和描述性写作之外的第四种写作

方式，弗莱将此称之为 “布道”。因此有学者称

“作为传达信仰与存在关切的语言模式，布道是宗

教语言与文学语言的交汇处”［９］。

关于布道在语言模式中所处位置，弗莱在

《神力的语言——— “圣经与文学”研究续编》中的

论述显得更加清晰。在该书中，他采用逆序的方

式，将语言发展的三个阶段的三种模式进一步概括

为四种：描述性模式、概念或逻辑性模式、修辞性

模式和想象性模式，其中修辞性语言又可分为文学

的和意识形态的 （想象的和说服的）两种具体形

式。在此二者中，“意识形态的原理属于转喻的性

质，即是说，它们最终表达的是人类首要关切都抱

有的理想”［１０］４７，因而它与描述性模式和概念或逻

辑性模式一样突出 “说服”和 “强迫”的内涵。

前二者中，我们是强迫去接受某些已查明的事实和

某项论证的逻辑，在意识形态的模式中，我们则是

强迫去接受社会、权威的压力，与之不同，文学的

形式作为修辞性语言模式另一方面则不存在这一种

压迫［１０］１２９。“在一部个别的文学作品存在期间，我

们都可认为想象的世界中一切是真实的。所以想象

力及其自由创造必定构成了超越该书内容的基础。

超越内容的是我们 ‘赖以生存的神话’，这一神话

也是一种连续行动的模式，并且是明显构成宣讲布

道的特征。”［１０］１２９据此，我们可以判断布道这一写

作方式大致存在的语言模式阶段：布道因其兼有神

谕的权威和隐喻的想象双重特性，应当处于修辞性

模式中意识形态形式与文学形式二者中间的位置。

正是由此，弗莱将布道视作 《圣经》启示的传播

媒介，是专属于 《圣经》的修辞。而历来有关

《圣经》的注释学理论和 《圣经》诠释的原则都被

认作是诠释学的重要内容，就此视域，弗莱基于布

道修辞而对 《圣经》进行的理解，我们也可以视

为对 《圣经》文本进行的修辞诠释。

由于布道本身也存有倾向于集中的和倾向于分

散的两个层次的意义，因此运用此种修辞的 《圣

经》除了倾向于集中的字面意义 （也就是诗与隐

喻的意义）之外，同时显现出它的第二位的意义

（即倾向于分散的以断言、概念等形式表现出来的

意义）。后者可视作是字面隐喻意义的从属，且此

种从属意义是通过布道的修辞而得以实现的。

就此，我们可以将弗莱的 《圣经》诠释作一

个简单的梳理：《圣经》的字面意义包含神话和隐

喻的意义两个方面，神话的意义即历史事件的意

义，我们可以从 《圣经》的神话叙事得到字面的

理解，隐喻的意义即诗的意义，我们可以从隐喻这

一关联意义的单元结构对其进行诠释；第二位的意

义则将 《圣经》从引入了更为庞大的社会、道德、

文化语境之中，而使其可能的正是作为 《圣经》

写作修辞手段的布道。这种布道的修辞具有演说式

修辞的权威风格，且联系了 《圣经》的字面意义

与第二位意义双重意义。正如弗莱所言：“圣经

的修辞风格是演说式的，是诗所比喻的事物与有关

事物的结合，是想象的呼求与存在的吁求的

结合。”［４］２７６

综上来看，我们可以大胆做出这样的论断：布

道不仅是传统启示传播的媒介，还是联系 《圣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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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面意义与第二位意义的修辞，更是弗莱从修辞角

度进行 《圣经》诠释的理论视角。

四、“隐喻 布道”：文化语境下的经典

诠释

从隐喻到布道，弗莱的 《圣经》修辞诠释尝

试经历了一个从仅限于字面意义到字面意义与社会

文化语境意义相结合的内在理路。在这样的进程

中，如果视布道为诠释的活动的话，那么隐喻的修

辞则是这一诠释的活动发生的前提。因为只有在隐

喻作为关联两个不同意义事物的单元结构这一理论

基础之上，我们才能把 《圣经》“是从创世到启示

这整个时期的叙事，是由一系列反复出现的意象组

成的统一体”［４］２８３这一神话叙事的意义与 “这些意

象 ‘凝结’成为一个单一的隐喻群”［４］２８３这一隐喻

的意义区分开来，从而得出 《圣经》的倾向于集

中的语境 “是故事、意象和我们所说的含蓄隐喻

的统一体”［４］９１这一结论。

从这样一个诠释的前提与诠释的活动视角来看

“隐喻 布道”这一修辞诠释理路，我们会发现这

和海德格尔的此在诠释学思维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有

异曲同工之妙。海德格尔曾言：“一切解释都活动

在前已指出的 ‘先’结构中。对领会有所助益的

任何解释无不已经对有待解释的东西有所领

会。”［１１］１７８如果要将其与弗莱的修辞诠释活动对比

起来看的话，我们或许可以进行这样的比照：隐喻

就是解释的先在结构，在弗莱的 《圣经》诠释过

程当中，隐喻所扮演的角色正如先在结构在解释中

的角色一样，是对 “有待解释的东西的有所领

会”；布道作为一种修辞和写作方式就是领会的活

动———解释，对经典的意义加以理解，使之诗的意

义与社会文化的意义都得以传播，正是布道在向着

未来筹划着经典意义的存在；至于领会，作为一种

“本质上从不现成的东西，这种能在随此在之在在

生存意义上的 ‘存在’”［１１］１６８，如果我们要将它与

《圣经》诠释相联系起来的话，我们认为，若以布

道之 “道”作为 《圣经》的字面意义与第二位意

义之和，或可与之相称。

在这个层面上进行理解，“隐喻 布道”的修辞

诠释理路与 “先在结构 解释”的此在诠释学思维

所走的都是同一条路子，只是海德格尔是从哲学中

的 “此在”出发，他的诠释学属本体论诠释学；

而弗莱则是从文本与社会的关系出发，从修辞的角

度探求 《圣经》文本与社会的关联，他的立足点

是作为文本的 《圣经》，所从事的仍是古典诠释学

的工作。

一直以来，弗莱是作为一个文学批评家的身份

出现在学界视野之中的，他曾有言，“一切批评都

是社会批评”［１２］，因此他在 《圣经》批评与诠释

过程中也展现出了他的社会文化视野。

在古典诠释学时期，奥利金就曾在他所提出的

“三位一体”神学观念基础之上，认为 《圣经》具

有字面意义、道德意义与精神意义这三重含义，与

体、灵魂、精神此种 “三一”结构相对应［７］１２８。

此后但丁的 《圣经》四层次含义 （字面层、寓意

层、道德层、神秘释义层）也是由此基础发展而

来。很明显，弗莱的 《圣经》多义理论是受此影

响的，但是不同之处在于，奥利金和但丁都是站在

神学的立场上解释 《圣经》，他们都认为字面意义

之解释要服从与信仰，离开了信仰就无所谓解释；

而弗莱则选择站在文本的立场，认为 “出现在我

们面前的圣经是一本写出来的书”［４］１４，这是弗莱

在 《伟大的代码》一书导论中就提出来的一个核

心观点。对 《圣经》的诠释应该是在文本基础之

上进行社会文化价值的找寻，这可以被视作是弗莱

《圣经》诠释的目的与价值所在。正如弗莱自身所

言：“思想是要扩展的，要走出信奉者和怀疑论者

的封闭的堡垒，扩展到想象的共同体之中。”［４］２９３

将经典的诠释放诸由布道关联着的社会文化语境，

不可谓不是弗莱 《圣经》诠释的一个创见。

在整个西方文论史看来，作为文学批评家的弗

莱所持文学批评观在一定程度上是对俄国形式主义

批评和英美新批评等西方文本理论观点的进一步发

展，他的理论因对文学及文学批评整体性的重视而

自成体系，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呈现结构主义的

特点。更有学者坦言：“弗莱认为文学文本语言的

‘隐喻’不仅标识了文本语言的存在方式，而且还

是文学文本结构的基本原理，既可以成为语言修辞

与文本结构的关联点，又能连结文学整体与人类

整体。”［１３］就此看来，弗莱对 《圣经》的修辞诠释

绝不仅仅是在文本批评的地基上筑起结构主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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堡垒，毋宁说，是在更为广阔的文化语境中发掘

古典诠释学的社会文化价值。他所建构的修辞诠

释，与其说是技术诠释层面的文本诠释，毋宁说是

以修辞为视角、以文本为基点而进行的 《圣经》

文化诠释。正如一位加拿大的弗莱研究学者所言：

“作为文学批评家的弗莱，更确切地说，他应被称

为文学理论家，然而更确切的叫法恐怕还是文化理

论家。这是因为他的批评理论的要旨之一便是将文

本置于其对应的社会、宗教和文化语境中加以观

照。”［１４］

五、结束语

自古希腊神话中的赫尔墨斯以来，对隐喻神谕

的传达就成了诠释的重要任务之一。弗莱所从事的

《圣经》批评的出发点是文学批评，但对 《圣经》

的批评本身就不可避免地要使其成为 《圣经》诠

释学的一个部分，就这样弗莱便以文学批评家的身

份介入了诠释学的领域之中。他从 《圣经》的修

辞入手，通过对隐喻的分析找寻到了布道这一专属

于 《圣经》的修辞，并且通过布道的写作方式诠

释了 《圣经》作为文本的字面意义与第二位的社

会文化意义。

修辞是基于文本的，因此如果我们要对弗莱的

诠释学思想进行一个范围的划定，那这个范围应该

是圈定在文本视域之中。法国当代哲学家保罗·利

科尔曾就 “文本”这一概念对诠释学的解释作过

不懈的努力，而基本处于同时代的弗莱在文本与修

辞这一技术诠释学基础之上对古典诠释学所作的尝

试努力，也为２０世纪文本诠释学指出了另一条文
化语境下的文学诠释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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